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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3年原住民族平均餘命為73.25

歲，其中男性68.73歲、女性77.75歲；若

與同年全體國民平均壽命80.23歲 （男

76.94；女83.74）比較，原住民族整體

少約6.98歲（男性少8.21歲、女性少5.99

歲）（內政部，2024），反映了族群在醫

療資源可近性、社會經濟地位及長期健康

不平等的累積效應。在人口與年齡結構方

面，2024年底原住民女性人口為316,231

人（占51.7%），多於男性之295,443人

（48.3%），整體性別比例為93.4%，顯

示女性占比較高；同期間原住民人口之

年齡中位數為34.8歲，顯著低於全體國

民之45.7歲，反映原住民人口結構相對

年輕（內政部，2025）。2021年的數據

顯示，原住民不論男性（69.9%）或女性

（55.7%）的勞動參與率，均高於國人平

均（男66.9%, 女51.5%）。打破了族群

的靜態標籤，顯示其高度的勞動意願與

事實。相較之下，其失業率（男4.1%, 女

3.9%）與同年國人平均（3.95%）相去不

遠，顯示原住民族群面臨的挑戰或許並非

不願工作，而是勞動條件、薪資結構與社

會支持的平等問題（勞動部，2022）。

此高勞動意願的基礎，正透過教育

的世代追趕而快速鞏固。112年的數據顯

示，原住民女性的教育成就展現了驚人

的世代翻轉，教育程度已從65歲世代的

國小為主體，至25-34歲年輕世代的大學

為主流（內政部，2023）。在社會結構方

面，原住民女性的婚姻樣態，離婚高峰年

齡落於45-54歲，呈現出典型的生命歷程

軌跡（內政部，2023）；而國人整體則面

臨2024年粗離婚率達2.28‰的現象。綜上

所述，數據勾勒出一幅矛盾的景象，原住

民族在承受著顯著健康劣勢的同時，亦展

現了強韌的勞動力與年輕的人口結構。凸

顯族群政策必須超越單一的經濟救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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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理解深層的結構性不平等（黃源協，

2020），並正視其作為社會發展主體的能

動潛力。

本文採用文獻回顧法，資料透過系統

性檢視已發表的學術論文、書籍和相關資

訊，分析綜合以探討臺灣原住民族婦女在

社會福利與社會轉型中的角色與定位。歷

史上，她們在族群、階級與性別的多重壓

迫下，被主流社會定位為被動的福利受助

者。然而，隨著權利取代福利的自主呼聲

響起，她們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

受助者蛻變為推動變革的共創者。本文聚

焦其兩大面向，在社會福利層面，她們以

文化為本進入體制，重塑在地助人專業；

在社會轉型層面，她們更以合作經濟模式

翻轉貧窮，實踐集體自立，展現了其韌性

與主體性。

貳、原住民族婦女在歷史脈絡
中的多重壓迫

原住民婦女在殖民歷史與父權結構

的雙重擠壓下，同時面對族群、階級與性

別的多重邊緣化處境（謝世忠，2017；拉

娃．布興，2014）。嚴重衝擊了部分族群

原有的母系社會結構，導致女性在部落內

的傳統地位與權力基礎流失。改變了原住

民族的社會結構與性別分工，被定位為家

庭照顧者與弱勢福利受助群體。這樣的處

境，在殖民體制持續運作下進一步衍生出

更不同的壓迫形式，包括傳統文化與社會

體系的瓦解、文化歧視、人口販運、勞動

剝削及譴責受害者的社會氛圍。

一、傳統文化與社會體系的瓦解

許多原住民族群原本是母系或母權社

會（如阿美族、卑南族），婦女在政治、

經濟和宗教上擁有崇高地位。但在父權中

心的殖民政府介入後，以男性為主的制度

被強行建立，削弱了婦女在部落內的決策

權與影響力（謝世忠，2017）。

二、文化歧視

殖民者常將原住民族文化視為「未

開化」，並透過教育、通婚政策等試圖

「同化」或「教化」。婦女作為文化傳

承的核心，其傳統服飾、語言和生活方式

經常成為被禁止或嘲諷的對象（謝世忠，

2017）。

三、人口販運

1980年代中後期，媒體、基督教團

體與婦運組織陸續揭露原住民少女被騙賣

至臺北萬華華西街從娼的情形。加害者

多以到工廠打工、補貼家用等說詞誘騙

偏鄉少女北上，抵達城市後即被債務與人

身限制箝制。此招募機制與結構性邊緣處

境如家庭經濟脆弱、父母失能或早逝、性

暴力史、就學中斷、遷移資源薄弱，使原

民少女更易暴露於風險中。另一方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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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輿論中的污名，將被害少女道德化、歸

因化，也削弱了救援正當性與政策急迫性

（婦女救援基金會，2025）。

四、勞動剝削

殖民政權的土地掠奪與同化政策不僅

摧毀了原鄉的經濟自主性，戰後大量原住

民族遷徙至都市，婦女往往成為都市底層

勞動者，從事家事幫傭、工廠女工、服務

業等。她們不僅受到族群歧視，也因性別

遭受同工不同酬、職場騷擾等不平等待遇

（林文玲，2012）。

五、譴責受害者

在族群與經濟困境的交織下，原住

民族家庭面臨高壓，婦女往往成為家庭暴

力、酗酒問題等社會問題的受害者。過去

研究只以抽菸、飲酒、檳榔等個人風險行

為看健康，忽略勞動處境、污名、醫療可

近性等脈絡，易走向「譴責受害者」 的

現象（拉娃．布興，2014）。

參、結構性困境下的福利標籤

早期的社會福利政策多以漢人社

會的家庭結構和需求為藍本（李明政，

2003），未能考量原住民族部落的集體

主義、親屬關係和互助文化（孫大川，

2000），導致福利資源無法有效傳遞。忽

略文化主體性，政策常以「救濟」或「改

善」為出發點，忽略了原住民族婦女追求

文化主體性與自主發展的需求，未能充分

培力她們在部落和公共事務中的角色（原

住民族委員會，2021）。

在1980年代以前至1990年代初期，

臺灣原住民族婦女的社會形象，常被主流

社會定義為需要「被救助」與「被同情」

的對象。結構性困境下，原鄉部落普遍面

臨貧窮、失業、酗酒、家庭解組等社會問

題。原住民婦女常被動地成為政府或民間

慈善機構的扶助個案，如低收入戶補助、

急難救助的領取者。在媒體與公眾論述

中，她們常與受暴婦女、單親媽媽等負面

標籤連結。這種問題化的視角，使得她們

的聲音被淹沒，其主體性與內在力量被完

全忽略（李明政，2003）。

當時的社會福利介入多半是「由上

而下」的，福利政策常隱含著強烈的同化

主義色彩。政策制定者或服務提供者很少

考慮原住民族的文化脈絡與實際需求，福

利措施往往治標不治本，其潛在目標是希

望透過救助、輔導與教育，讓原住民族適

應並融入主流漢人社會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李明政，2003；謝若蘭、吳慧馨，

2017）。福利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國家治理

與社會控制的延伸工具，文化差異被視為

需要「矯正」的障礙（孫大川，2000）。

社會政策、福利資源的輸送方式，都未能

考慮原住民族特有的文化、部落集體主

義與互助精神（怡懋．蘇米、許木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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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甚至可能因不符文化而造成二度

傷害（李明政，2003）。在這種模式下，

婦女是被動地接受，缺乏參與決策的權

力。

肆、從助人到共創—原住民
族婦女在社會福利中實踐

原住民學者主張原鄉部落的困境並非

源於個人或文化的「懶惰」或「落後」，

而是數百年來殖民歷史、土地被剝奪、國

家政策不公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孫大

川，2000）。不應僅被視為「被壓迫者」

（同時受到種族與性別的壓迫），而是要

看見她們作為「主體」的積極行動（林津

如，2022）。他們需要的不是施捨般的福

利，而是基於歷史正義的尊重與補償。關

於原住民族的社會福利政策，必須由原住

民族共同參與討論。他們批判主流體系無

法真正解決部落問題，並倡議建立符合文

化脈絡、在地需求的社會安全體系（Hsu, 

2022）。

原家中心的建置與原住民婦女的積極

投入，不僅回應了族人的福利需求，更在

實踐過程中逐步重塑了照顧服務的文化與

價值。當族人服務族人的理念落實於日常

工作，原有的助人觀、互助精神與集體意

識便得以在制度框架內重新詮釋與實踐，

服務模式從主流思維轉向在地知識，從個

人照顧擴展至集體互助，彰顯原住民族婦

女的主體性，體現於以下幾個面向:

一、原家中心作為文化基礎的福利平臺

原住民族委員會自1998年起於原鄉地

區設置「原住民族社區家庭服務中心」，

於2002年4月更名為「原住民族家庭暨婦

女服務中心」（簡稱「家婦中心」），

自該年起補助民間團體，（以下簡稱為

「母機構」，即接受政府委辦的民間組

織），辦理相關業務，2015年更名為「原

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簡稱「原家中

心」），迄2025年已擴大辦理至66處原住

民族居住的鄉鎮市。原家中心被期待是在

地組織的服務，宗旨為由族人服務族人，

建置成在地化、部落化的原住民族部落地

區的家庭服務窗口，以迅速提供原住民族

家庭福利服務之輸送，並改善處於困境中

原住民族家庭之生活（童伊廸，2021；原

住民族委員會，2023）。原住民婦女逐漸

進入專業體系，擔任社工員、行政人員與

督導，使族群照顧體系制度化與納入文化

思維（郭俊巖、賴秦瑩，2019；陳翠臻，

2020）。研究顯示，多數原家中心的督導

與社工員為女性，且具原住民身分（莊曉

霞，2020）。她們在服務中提供家庭輔

導、親職教育、緊急救助與文化課程，強

化家庭功能與社區凝聚力。原家中心不僅

是福利服務據點，更是推動文化再生與婦

女培力的重要平臺，使照顧與福利服務兼

具族群文化復振功能（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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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二、助人觀的文化再詮釋

以關係為中心的集體尊嚴是原住民

婦女在原家中心實踐助人工作時，秉持

以部落倫理為原則，維繫親屬關係、強

調社群和諧的基礎。這種以關係為中心

的助人觀，使尊嚴不再僅是個體的自主

權，而是一種集體的存在狀態。這正是

將主流社會工作價值進行文化再詮釋的

體現（Jaswal & Kshetrimayum, 2023; Gray 

et al., 2008）。莊曉霞（2020）的研究發

現，原住民女性社工在面對家庭暴力、兒

少保護及親職教育等議題時，常運用「文

化對話」與「部落共識」的策略，調和法

律介入與文化價值，以降低制度性污名與

文化衝突。

三、自主、自決的具體化

原住民婦女投入社會工作領域的人

數逐漸增加，成為原住民社工員的重要組

成。研究指出，多數原住民社工員服務於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社區照顧據點、

長照機構及非營利組織，且多具族語能力

與文化敏感度，能在部落倫理與福利制度

間取得平衡（童伊廸，2021）。從被服務

者到制度的共創者 在原住民脈絡中，自

決不僅是個人意志的展現，更是族群主體

性的回復。原住民婦女透過社會工作專

業進入制度，她們不只是協助個案適應制

度，而是積極參與服務決策與處遇，將族

群觀點帶入社會服務的歷程。這種從受助

者到行動者、從服務對象到政策參與者的

角色轉變，正是增權與社會參與的具體化

（王翊涵、吳書昀，2020）。

四、從個人照顧到集體互助

在部落社會中，照顧是一種集體責

任。原住民婦女社工員將這種精神帶入現

代社會工作，發展出社區服務方案，如共

餐計畫、婦女互助小組、祖孫共學方案等

關懷的擴展。這些服務不僅回應個體需

求，也重建了被現代化割裂的社會連帶，

將單向的關懷深化為雙向的共感與互助

（林依瑩、黃珮婷，2020）。原家中心女

性社工員的充權並非僅是專業技能累積；

她們透過生命經驗、靈性、族群認同與關

係性支持，建構回應新自由主義管理下的

在地實踐路徑（莊曉霞，2020）。

五、從主流模式到在地知識

原住民婦女與原住民社會工作的發

展，不僅代表族群內部的文化復權與自我

重建，更對臺灣整體社會福利與專業實踐

帶來了深刻的啟示。當原住民族以自身文

化、語言、倫理與生活智慧為基礎，檢視

族人的需求，不是專家主導而是以文化脈

絡，重新詮釋助人專業時，社會工作不只

是主流模式的延伸，從「為其解決問題」

轉為「與其共同培力」，維護族群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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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成為一種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充滿活

力的對話與共構過程（Hsu, 2022）。

六、原住民族婦女主體性的壯大

原住民婦女的行動是一種積極的文化

實踐，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原住民族生命，

這本身就是一種解殖民女性主義的實踐 

（林津如，2022）。反思過去在原住民族

婦女的研究與論述，宜跳脫創傷敘事，因

過去的文學或藝術研究，常集中在創傷敘

事或流離認同。要超越雙重壓迫框架，因

過去的社會運動研究，常聚焦於原住民女

性在原運和婦運中遭受的雙重壓迫與掙

扎。要避免「被消失」，作者認為，若一

直使用西方性別與種族交織壓迫的框架，

反而會讓原住民族女性主體在理論中被消

失或被噤聲（林津如，2022）。

七、合作經濟翻轉貧窮

傳統的就業輔導方案，在面對原住

民婦女時，常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失靈。這

些方案遵循一種強化個人就業力的線性邏

輯，提供媒合進入市場（童伊廸等人，

2020）。然而，這種模式的美好想像，卻

一再被婦女們複雜的現實生活所擊退。它

看不見婦女背後那張綿密卻脆弱的家庭支

持網絡，也聽不見她們被文化與照顧責任

所牽引的生活節奏。因此，一場孩子的突

發疾病、一次家庭的緊急危難，就足以讓

她們的就業之路停止，未能就業很容易又

陷入貧窮。面對此困境，以互助合作為核

心的合作經濟模式，不論是勞動合作社、

部落廚房、老幼共照、家事管理團隊、部

落快樂農場等，建立了一套能對接婦女現

實處境的動態支持系統具韌性與可持續性

（田舒瑋，2019；郭俊巖等人，2015）。

合作經濟模式能夠突破傳統就業方案

的困境，在於它從根本上重新理解了原住

民族婦女的處境與需求，並在此基礎上創

造了截然不同的參與條件與生命可能。這

樣的轉變，展現於以下幾個面向:

（一）從無償家務到職人尊嚴

低門檻的技能轉化，合作經濟巧妙地

將傳統上被視為無償家務的清潔、烹飪、

照顧等技能，重新定義並轉化為具有市場

價值的專業職人勞動經濟。這不僅大幅降

低了婦女進入就業市場的門檻，更重要的

是，它肯認並賦予了女性傳統勞動的經濟

價值，從根本上提升了她們的自信與自我

認同（田舒瑋，2019）。

（二）從個人危機到集體支持

彈性工時的集體協作，合作社最大的

優勢在於其內部協調的彈性。它打破了傳

統朝九晚五的僵硬框架，允許成員根據家

庭照顧的需求共同排班。以人為本的勞動

安排，將個人化的家庭危機轉化為集體可

以共同承擔與化解的挑戰，確保了勞動的

持續性（至善基金會，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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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被動受雇到共同治理

在共同參與增權培力在合作社中，婦

女不是被動的受雇者，而是共同經營的所

有者與決策者。她們共同討論經營策略、

分潤機制與服務品質的提升。這個過程本

身就是一場深刻的培力，婦女們學習財務

管理、商業經營與團隊溝通。她們從孤立

的勞動者，轉變為一個擁有共同目標的經

濟社群，這是個人能力與社群資本同步增

長的過程（郭俊巖等人，2015）。

（四）鞏固經濟創造歸屬

原住民族婦女的合作經濟，遠遠

超越了一份工作的意義。它是一個集經

濟自立、彈性多元、社會支持、文化

認同與集體賦權就業模式（童伊廸等

人， 2020）。證明了有效的經濟方案，

往往不是來自於市場的邏輯，而是源於對

人的處境最深刻的理解與尊重（郭俊巖等

人，2015）。

（五）預防與賦權的福利功能

合作經濟超越了傳統社會福利補破

網式的問題介入邏輯，經濟賦權上創造在

地、彈性的就業機會，根本性地預防了因

貧窮和失業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在互助照

顧工作歷程中，隱含文化賦權的功能，語

言與在地知識的運用，建立參與其中的族

人其自信與身分認同，使其具備抵抗外在

社會問題（如物質濫用、憂鬱症）的內在

韌性（林津如，2022）。原住民婦女是社

會問題的預防者，合作經濟創造收入來源

減少貧窮 使族人（包括她們自身）從內

部長出力量，擺脫對福利的依賴。

陸、結語：從文化根基長出的
新枝

在當代原住民社會工作的實踐脈絡

中，原住民婦女的角色已然超越傳統福利

框架下被動的「案主」或無聲的「受助

者」或「基層的服務執行者」。她們不

僅是在地知識的工作者，其凸顯族群有意

義的集體生活。她們是文化處遇的實踐

者，他們的行動在勞動賦權與創傷療癒的

成效，超越專家思維。同時，她們扮演著

服務輸送的轉譯者與批判者，將生硬的國

家政策轉化為在地模式，並反思體制的僵

化。

原住民婦女在社會福利上的角色，從

「福利的接受者」到「福利的定義者」，

她們並非僅是作為第一線的辛苦照顧者去

被動輸送主流的福利服務，她們能以原住

民族的觀點，重新定義社會福利的意涵，

不再僅是資源或服務的輸送，而是有尊嚴

的文化生活與緊密的族群連結。從被動的

福利客體，躍升為掌握文化主體性與在地

知識的福利建構者。

綜觀而言，從被動到主動的轉型，彰

顯了原住民族婦女憑藉其文化底蘊與堅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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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在社會變遷中實踐了互助與自立

的精神。特別是原住民婦女社工員，她們

被賦予「文化助人者」的獨特意義，其工

作不僅是技術執行，亦是一種文化療癒，

以族語、部落倫理與傳統智慧，重新編織

因現代化而斷裂的族群連結。重要的是，

原住民婦女是新生代的典範，證明了專業

成就與文化認同得以並行，為族群永續帶

入自信。這股由內而生的力量，也對主流

社會帶來深遠啟示，促使我們將服務焦點

從個案轉向社群、將助人倫理從專業權威

拓展為夥伴共創。

原住民族婦女的貢獻，證明了原住民

族文化本身就是韌性的療癒工具，是引領

臺灣社會走向一個理解互助、尊重差異、

實現文化共榮的未來所不可或缺的智慧。

（本文作者：童伊廸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教授；羅赫踛為原住民族委員會

社會福利處處長）

關鍵詞： 原住民婦女、原住民社會工作、

原家中心、合作經濟、文化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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